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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
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
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
学界共识。据《辽史·地理志》的有关记载，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应与这
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
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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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
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
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

界共识。笔者在研究《辽史·地理志》时发现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与这
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
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舍弃 《周书》以来契丹源于炎帝之说，确立
契丹祖源于黄帝，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为契丹族的 “黄帝”，算是解决了民族起源问题。［1］如果设
想辽太祖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去世，则考虑其王朝的承继之由，必然要承接北魏之衣钵。① 因其
舍东部鲜卑宇文氏之炎帝说，转而取北部鲜卑之黄帝说②，固然出于托神改制的直接政治需求，

也为宣扬王朝传承之由埋下了伏笔。辽太宗初期未有改易国号之举，直至破石晋后始改国号为
“辽”，其逐鹿中原之意昭彰耳目。但耶律德光何以不踵其父足迹，取现成之 “北魏名号”而转
以陌生之“辽”为国号，则因其汉族智囊集团以为 “元魏”亦不足以厌服汉人之心，故转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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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白鸟库吉: 《东胡民族考》 ( 方壮猷译本，商务印书馆 1934 年，120 － 121 页) 谓拓跋魏之认黄帝为始祖，始于拓跋珪
迁代之际，采纳汉族谋士崔宏之建议，则其攀认祖先之时机与用意，与耶律阿保机实有异曲同工之巧合。

《魏书》卷 1《帝纪》: “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小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
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



寻渠径，以“辽”为国号，为契丹进取中原做 “正统论”方面的铺垫; 其后裔复以 “契丹”为
国号，此为契丹族保守派与汉族正统派斗争之结果，固无足论。至于辽道宗时复踵辽太宗故智，
重改国号为“辽”，则是文化上颇为自信，自觉已能与南朝抗礼，宛如北魏与东晋之关系，故有
改易国号之举。兹摭拾旧史，揭其隐覆，求教于方家。

一、辽国号研究综述
辽改易国号一事在《辽史》纪事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清代学者赵翼是

通过《东都事略》［2］409 － 413的相关纪事内容注意及此的［3］583，其后，在 《陔余丛考》中也曾用
“辽复号改号”一事来批评 《通鉴纲目续编》体例的不当。①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也注意及
此。②但清代学者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现代辽金史学者而言，辽频繁改易国号的原
因以及辽放弃习惯的“契丹”国号而改名 “大辽”的意义何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呕心沥
血破译的历史之谜，也因此产生许多种解释及假说，兹为叙述便利故，简介于下:

( 一)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研究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挖掘，有两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 “辽”、“契丹”二号的本义; 二是
“辽”与“契丹”两国号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一般解“辽”为“辽水”，解“契丹”为
“镔铁”。20 世纪 30 年代，冯家昇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曾详细考绎 “契丹”、“辽”两国
号之蕴义，认为“契丹”可解为“镔铁”，乃民族之号; “辽”则国号，得名于辽水。③ 冯家昇
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先行者，所做的工作又十分细致，因此，此说一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冯家昇的见解，如景爱就提出契丹与辽水的关系并不密切，辽朝统治者

数度改易国号皆在本民族实力最强大时，故“辽国”一号，实得名于 “辽远”之意。［4］35笔者不
认同景爱先生的“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的观点［4］37，也不认同其改国号为 “辽”是 “辽远”
的意思，从而寓托了其疆域扩张之志［4］41。关于契丹的族源地问题，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④

但笔者认为景爱反驳冯家昇一派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即 “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
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4］41。但无
论是冯说的支持者，还是景爱等的新说，皆不足以惬人意，其以 “辽”为国号的秘密仍未破解。
尽管景爱等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仍以冯家昇、姚从吾等前辈提出的主张为正统，对于那些认同
者而言，剩下的工作就是补充冯说之不足。冯说的支持者们认同冯家昇对辽国号的解释，认为辽
与契丹的关系，正如元与蒙古的关系，前者是用于汉地，后者是用于全体契丹人。姚从吾、岛田
正郎等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⑤，但共同的特征都是猜测的成分居多，立论的证据不足。所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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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陔余丛考》卷 15《通鉴纲目》之“辽改号复号”条。
《廿二史考异》卷 83: “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 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 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

《辽史》皆没而不书。”
原刊于《燕京学报》第 13 期，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 1987 年。
传统的观点承自《魏书》和《辽史》，认为是最初在库莫奚之西，后在慕容鲜卑的打击下遁于“松漠之间”。现代学

者之解释率立足于此，陈述《契丹政治史稿》认为契丹族的活动区域主要在西拉木伦河流域; 孙进己等《东北历史地理》、张
博泉《东北地方史稿》及《略谈对契丹社会性质的看法》一文、林幹《东胡早期历史初探》一文等均认为契丹族的族源地在
“松漠之间”，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迁移，中心区域都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反对者也基本以立言为宗旨，多数是
以对传统观点做局部调整的面目出现，陈永志《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则提出契丹的族源地在辽泽一带。
姚从吾: 《契丹汉化的分析》，原刊《大陆杂志》4 卷 4 期，1952 年 2 月; 又见《姚从吾先生全集》第 5 集，台北正中

书局，1981 年，第 35 页。岛田正郎: 《辽の北面中央官制の特色》，原载《法制史研究》第 12 号，1962 年 3 月; 又见同氏
《辽朝官制の研究》，创文社 ( 东京) ，1978 年，第 13 － 14 页。



持者多从找证据弥补前说缺略为主，像刘浦江［5］就把精力放在辽朝国号的改易上，他仔细考察

辽代文献中汉语“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 “双国号制”的意义。刘凤翥也在一篇
论文中强调辽朝双国号的意义。［6］像佟家江、刘凤翥两位都曾主张契丹是改 “晋”为 “大辽”，
而非改“契丹”为“大辽”。［7 － 8］尽管他们都认识到了此次改易国号与汉族有密切关系，但斤斤

于辽太宗破晋改号的相关记载，遂得出如上结论。
( 二) 关于契丹首改国号的时间问题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 “辽”的时间，一般有 937、938 和 947 年三种说法。937 年之说的
支持者是尚铖。① 938 年之说的支持者是陈述。② 947 年的支持者众多，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就
定契丹于 947 年改元。其后，蔡美彪等著 《中国通史》第六册③、翦伯赞 《中国史纲要》④、张
正明《契丹史略》⑤、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⑥、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⑦ 等均如是说。

937 年是辽太宗延续其父天显年号的最后一年，也是辽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年，故尚铖认为耶
律德光获得建立正统政权的资格，于是年改国号。938 年，耶律德光改年号会同，蕴有四海一家
之义，故《东都事略》纪其事时称有改元改国号之举，《契丹国志》从之。至于 947 年，则是辽
太宗灭晋之时，《辽史》诸书记载其时有改元改国号之举。笔者的倾向也是 947 年，也就是说，
在此之前，辽未能颠覆任何一个中原政权，仅取中原数州之地，尚不足认为其有染指中原正统之

资格。而灭晋后，完全可以“承晋”之后建立一个正统政权。
( 三) 辽改国号次数研究

关于辽改国号的次数，一般学者都认同这样的见解，即辽太宗时改国号为辽，辽圣宗时复号

契丹，至辽道宗时复改国号为辽。［7］25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景爱就认为辽曾九改九复国号，
也就是说，辽曾改国号达 18 次之多。［4］36刘浦江也曾对此做过统计，但契丹、大辽在金石文字中
交叉出现是因为民间对国号的使用较为随便所致。笔者将涉及辽朝国号变化的碑记做了比对，发
现景爱之说过于偏颇，倒是叶昌炽所说的“间有不书‘大辽’，书‘大契丹’者，犹之拓跋氏代
魏兼书，示不忘本之义也”近于平实。⑧ 作为崛起于朔漠的北方政权，北魏、金、元都曾在族源
与王朝承接上反复争论，像传世的《大金德礼》就是这种争论的产物; 元代直至末季才修成辽、
金、宋三史，延误的原因也是因为这种争议长期无法止息。那么，辽建立封建王朝时也少不了这
种争议，与完颜金一样，这种争议都源于智囊团汉族知识分子意见的分歧。由于当代学者都没有
认识到辽朝曾炮制“箕子道统”的事实，不了解辽朝树立自己正统观的根源，当然也无法了解
辽朝改名“大辽”的真实意图。

二、辽国号的改易
《辽史》中没有多少涉及改易国号的纪事，故赵翼在 《廿二史札记》中论及 “辽史疏漏处”
曾引《东都事略》说: “《东都事略》记: 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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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尚铖《中国历史纲要》: 契丹取得十六州，937 年改国号为辽。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认为，契丹于 938 年改称辽国。
《中国通史》第六册辽代部分说: 会同十年 ( 947) 二月，建国号大辽，改年号大同。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说: 公元 947 年，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
张正明《契丹史略》: 947 年，辽太宗入大梁后，改号大辽。改元大同，有久据中原之意。
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说: “公元 947 年二月，耶律德光进军开封，晋亡。耶律德光改国号大辽。”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说，947 年，辽太宗改国号为辽。
叶昌炽《语石》卷 1“辽金五则”条。



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3］583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据 《辽史》
记载，是在公元 907 年，《辽史》无建国号、年号之举，只有群臣上尊号之事。① 辽太祖之建年
号在公元 916 年，是年，亦因群臣上尊号，而改元大赦，年号为神册。② 其后复有改元天赞
( 922 年) 、天显 ( 926 年) 之举，然无涉于国号。盖自唐以来习惯以契丹为族号，草创之初，诸
事简易，因而建国后未考虑国号问题，观《辽史》神册五年有 “制契丹大字”记载，益可证其
时以“契丹”或“大契丹”为国号。辽太宗即位之初，亦无建国号之举，且仍沿用辽太祖的
“天显”年号，尤可证其时“诸事简易”之实情。至破晋之后，始更易国号为 “大辽”。由于改
国号与灭石晋在时间上有密切的联系，且新年号名为“大同”，这一切让人不得不做政治上的联
想与解读，认为辽太宗改国号实际反映的是其逐鹿中原、一统四海的野心。事实上，学者们的研
究也都是在做政治上的联想与解读，不过角度不同，结论各异而已。
契丹马上立国，初无文字。耶律阿保机之兴，其智囊团皆由汉族知识分子组成，故典章制度

多仿效唐制，定国号事关政权的正统性，自非契丹耶律氏所能为，必有汉族士大夫为之谋主。唯
耶律阿保机并未完成破晋的历史使命，也就没有取得正统的资格，直到其子耶律德光时始完成此

举，获得燕云十六州，并可以“承晋”的方式获得中央王朝的正统。正因为辽以两代之力始获
得此逐鹿中原之资格，则二者之间实现建立正统政权的思想并不一致。从辽太祖时将族源由传统
的炎帝改为黄帝，则可知耶律阿保机想采取的是北魏拓跋氏的旧伎，其国号最有可能是 “魏”。
唯太祖驾崩于扶余府，述律后发动“扶余之变”，改变了辽太祖生前确定的帝位传承方式，拥护
太祖政策的重臣将领多数被屠戮。以政策而言，太祖之政策主要由其智囊团决定，而其智囊团的
核心人物分别为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与王郁，其中韩知古、康默记皆卒于天显中，死因不
明，疑与诸将同罹扶余之祸。而述律后对韩延徽有救命之恩③，王郁在太祖去世后对述律后有效
忠之举④，故得以幸免。则二人虽免于死，且得预新帝之政策，但太祖智囊团的崩溃，势必导致
辽太祖的政治理念也无从传承下去，不唯皇太子耶律倍流亡他乡，仿效北魏建立中央封建政权的

主张也一并付诸流水。
947 年正月，正是耶律德光破晋完胜之时，遂有改国号 “大辽”，改年号 “大同”之举。其
代晋自承之意至为明显。唯何以改国号为“大辽”，众说纷纭，迄未得一正解。盖其时倚重之汉
将如赵延寿、杜重威辈，耶律德光皆虚与委蛇，使之抱有统治南土之希望而赴死如归; 其所委任
之文士如都承旨张浩辈亦皆有以 “南人治南土”之政治理念，而不拟推耶律德光为天下共主。
至于出身契丹族之将士，其时率以剽掠自资，殊无政治之远见。以述律后之精明练达，亦无久留
汉土之意，则其下者可想而知。然则为耶律德光策划者，则别有其人。唯史书阙略，史家稽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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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辽史》卷 1《太祖纪上》: “元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于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尊母萧氏为皇太
后，立皇后萧氏。北宰相萧辖剌、南宰相耶律欧里思率群臣上尊号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辽史》卷 1《太祖纪上》: “神册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堇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
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初，阙地为坛，得
金铃，因名其地曰金铃冈，坛侧满林曰册圣林。”

《辽史》卷 74《韩延徽传》: “后守光为帅，延徽来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述律后谏曰: ‘彼秉节弗挠，贤者也，
奈何困辱之?’太祖召与语，合上意，立命参军事。”《资治通鉴》卷 269: “刘守光末年衰困，遣参军韩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
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马于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颇知属文。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 ‘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
奈何辱以牧圉! 宜礼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
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

《辽史》卷 75《王郁传》: “太祖崩，郁与妻会葬，其妻泣诉于淳钦皇后，求归乡国，许之。郁奏曰: ‘臣本唐主之婿，
主已被弑，此行夫妻岂能相保。愿常侍太后。’后喜曰: ‘汉人中，惟王郎最忠孝。’以太祖尝与李克用约为兄弟故也。寻加政
事令。还宜州，卒。”



足，遂多望文生义之见。至辽圣宗立，时值童幼，母后柄政，即位之初即改国号 “大契丹”，显
出萧燕燕之意。后遂举兵南向，与宋结 “澶渊之盟”，南北鼎立之势固化。然与宋叙兄弟之谊，
仍效法于笼络石晋之意，至于正统之争，似非当时所尚。至辽道宗时，其为辽诸帝中文化水平最
高之一人，不唯熟悉儒家，兼工汉文诗词，且于释道两途，亦无碍滞，至有亲制经论，赐碑外国

之举。故其复改国号为“大辽”，实因文化上获得自信的结果。从众多辽代墓志中在契丹或辽的
国号前都有“大中央”或“南瞻部洲”的字样来看，到辽道宗时，已经俨然以中国自居了。

表 1 辽国号改易年表

序 辽帝 时间 国号 改易与具体内容 出处

1 太祖 神册元年( 916) 契丹 辽史、契丹国志

2 太宗 会同元年( 938)
辽 天福三年，改元会同，国号

大辽

改元会同，国号大辽

东都事略

契丹国志
3 太宗 会同四年( 941) 契丹 志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羽之墓志( 续)

4 太宗 大同元年( 947) 辽 建国大辽，改元大同 辽史

5 世宗 天禄三年( 949) 辽 正文有“大辽皇帝”字样

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

记; 据《析津日记》载，此
碑后列有“大辽皇帝”等
字样( 编)

6 穆宗 应历五年( 955)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陈万墓志( 编)

7 穆宗 应历五年( 955) 辽 墓志有“大辽间”字样 刘存规墓志( 编)

8 穆宗 应历八年( 958)
辽 题额有“辽”字，文中有“大辽
嗣圣皇帝”字样

赵德钧妻种氏墓志。此
文殊不可解，后有统和年

间后人刻字，疑其时改镌

( 编)

9 穆宗 应历十年( 960)
辽 正文有“大辽应历二年”、“大
辽应历十年”字样

三盆山崇圣院碑记( 编)

10 穆宗 应历十六年( 966)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李崇菀为父彦超造陀罗

尼经幢记( 编)

11 景宗 保宁元年( 969)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重移陀罗尼经幢记( 编)

12 景宗 保宁二年( 970)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① 刘承嗣墓志( 编)

13 景宗 保宁二年( 970)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字样。文中
有“契丹国”及“上国之言与中
华迥异、万方入贡、中夏来朝”
之句

耿崇美墓志( 续)

14 景宗 保宁十年( 978)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李内贞墓志( 编)

15 景宗 保宁间 辽 题额有“辽故”字样 吴景询墓志( 续)

16 景宗 保宁十一年( 979)
契丹 题额、正文中均有“大契丹国”
字样

耶律琮墓志( 续)

17 景宗 乾亨元年( 979)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王裕墓志( 编)

18 景宗 乾亨三年( 981)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陈公之铭(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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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向南注谓: 按，辽太祖建国初称契丹，太宗大同元年建号大辽。圣宗统和元年又改号契丹。本志撰于保宁二年，似不应称
契丹。



19 景宗 乾亨四年( 982) 契丹 题额有“□契丹国”字样 许从赟墓志( 续)

20 圣宗 统和元年( 983)

契丹 梁王隆绪立，年十二，自称天

辅皇帝，尊母燕燕为承天皇太

后，改大辽为大契丹国。
统和元年，帝即位，复号大

契丹

东都事略

契丹国志

21 圣宗 统和二年( 984) 契丹 文中有“大契丹国”字样
朝阳南塔定光佛舍利铭

记( 续)

22 圣宗 统和四年( 986)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延宁墓志( 编)

23 圣宗 统和十五年( 997)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韩佚墓志( 编)

24 圣宗 统和十八年( 1000)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高嵩墓志( 续)

25 圣宗 统和二十年( 1002)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平州赵府君墓志( 编)

26 圣宗 统和二十二年( 1004) 契丹 契丹国志

27 圣宗 统和二十三年( 1005)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徒都太尉夫人墓志( 续)

28 圣宗 统和二十六年( 1008)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元宁墓志( 续)

29 圣宗 统和二十七年( 1009)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萧氏夫人墓志( 续)

30 圣宗 统和二十八年( 1010)
契丹 纪时有“大契丹国统和廿八
年”字样

许延密建尊胜陀罗尼经

幢记( 续)

31 圣宗 统和二十九年( 1011)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隆祐墓志( 续)

32 圣宗 统和二十九年( 1011)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王氏墓志( 编)

33 圣宗 开泰九年( 1020)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耿延毅墓志( 编)

34 圣宗 太平二年( 1022)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韩绍娣墓志( 续)

35 圣宗 太平七年( 1027)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遂正墓志( 续)

36 圣宗 太平七年( 1027) 辽 题记中有“辽”字样 房山石经题记( 编)

37 兴宗 重熙四年( 1035)
契丹 正文有“南瞻部州、大契丹国”
字样

张哥墓志( 编)

38 兴宗 重熙六年( 1037)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遂忠墓志( 续)

39 兴宗 重熙九年( 1040) 契丹 正文有“大契丹国”字样 吕思支墓志( 续)

40 兴宗 重熙十二年( 1043) 契丹 正文有“大契丹”字样
朝阳北塔今聊记石匣内

题记( 续)

41 兴宗 重熙十三年( 1044)
契丹 正文有“南瞻部州、大契丹国”
字样

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

塔石函记( 续)

42 兴宗 重熙十三年( 1044)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李继成暨妻马氏墓志

( 续)

43 兴宗 重熙十四年( 1045)
契丹 文中有“南瞻部州大契丹国辽
东沈州”字样

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舍

利塔石棺记( 续)

44 兴宗 重熙十八年( 1049)
契丹 文首有“南阎浮提大契丹国章
圣皇太后特建”字样

庆州白塔螭首造像建塔

碑( 续)

45 兴宗 重熙二十二年( 1053) 契丹 志盖上有“大契丹国”字样 耶律宗教墓志

46 道宗 清宁三年( 1057) 契丹 题额有“大契丹国”字样 丁求谨墓志( 续)

47 道宗 清宁四年( 1058) 契丹 文中有“大契丹”字样
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

续镌成四大部经记(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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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道宗 咸雍二年( 1066) 辽 东都事略、契丹国志

49 道宗 咸雍二年( 1066) 辽 文中有“大辽国”字样
新赎大藏经建立香幢记

( 续)

50 道宗 咸雍四年( 1068)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萧知行墓志( 续)

51 道宗 咸雍五年( 1069)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萧 妻耶律骨欲迷已墓

志( 续)

52 道宗 咸雍六年( 1070)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陈凯妻曹氏墓志( 续)

53 道宗 咸雍七年( 1071)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萧 墓志( 续)

54 道宗 咸雍七年( 1071) 辽 正文有“大辽嗣圣皇帝”字样 弘农杨公墓志( 续)
55 道宗 咸雍八年( 1072)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耶律宗愿墓志( 编)

56 道宗 咸雍九年( 1073)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萧德恭墓志( 续)

57 道宗 大康二年( 1076)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记

( 续)

58 道宗 大康二年( 1076) 辽 文中纪时有“大辽”字样 王敦裕墓志( 续)

59 道宗 大康二年( 1076) 皇辽 文中有“皇辽受命”之辞 仁懿皇后哀册( 全)

60 道宗 大康四年( 1078)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

( 续)

61 道宗 大康七年( 1081) 辽 题额有“北朝大辽国”字样 萧孝恭墓志( 续)

62 道宗 大康八年( 1082)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萧勃特本墓志( 编)

63 道宗 大康九年( 1083)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正文有

“皇辽”字样
耶律元佐墓志( 续)

64 道宗 大安元年( 1085)
辽 题额有“辽国”、正文有“大辽
文成皇帝”字样

郑颉墓志( 续)

65 道宗 大安二年( 1086) 辽 题额有“大辽国”字样
蓟州渔阳县好女塔院特

建碑铭( 续)

66 道宗 大安三年( 1087)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刘楷等建陀罗尼经幢记

( 续)

67 道宗 大安三年( 1087) 辽 题额有“大辽皇弟”字样 耶律弘世墓志( 续)

68 道宗 大安五年( 1089) 辽 刻文有“大辽国”字样 阜新三塔沟石函记( 续)

69 道宗 大安六年( 1090) 辽 题额、正文有“大辽”字样
芹城邑众再建舍利塔记

( 续) 经幢记( 续)

70 道宗 大安七年( 1091) 辽 正文有“大辽国”字样 萧乌卢本娘子墓志( 续)

71 道宗 大安九年( 1093)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张匡正墓志( 续)

72 道宗 大安九年( 1093)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张文藻墓志( 续)

73 道宗 大安九年( 1093) 辽 文中纪时有“大辽”字样 琬公大师塔铭( 续)

74 道宗 大安九年( 1093) 辽 文中有“皇辽”字样 萧公妻耶律氏墓志( 续)

75 道宗 大安十年( 1094)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耶律智先墓志( 续)

76 道宗 寿昌元年( 1095)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永清公主墓志( 续)

77 道宗 寿昌二年( 1096)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耶律弘世妻秦越国妃墓

志( 续)

78 道宗 寿昌二年( 1096)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显密圆通建舍利塔记

(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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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天祚帝 乾统五年( 1105)
辽 题额有“大辽”、正文有“皇辽”
字样

刘文用墓志( 续)

80 天祚帝 乾统五年( 1105) 辽 题额有“皇辽”字样 刘贡墓志( 续)

81 天祚帝 乾统七年( 1107) 辽 正文有“大辽国”字样 沙门可炬幢记( 续)

82 天祚帝 乾统七年( 1107)
辽 正文有“沈州南瞻部州大辽
国”字样

沈阳崇寿寺塔地宫石函

记( 续)

83 天祚帝 乾统八年( 1108) 契丹 正文出现了“契丹令史”一职 蔡志顺墓志( 续)
84 天祚帝 乾统九年( 1109) 辽 正文有“大辽国”字样 李从善幢记( 续)

85 天祚帝 乾统九年( 1109) 辽 题额有“辽”字样
唐梵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幢记( 续)

86 天祚帝 乾统九年( 1109) 辽 题额有“大辽国”字样 萧孝资墓志( 续)

87 天祚帝 乾统九年( 1109)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义和仁寿皇太叔祖妃萧

氏墓志( 续)

88 天祚帝 乾统九年( 1109) 辽 正文四见“大辽”字样
房山天开塔舍利石函记

( 续)

89 天祚帝 乾统十年( 1110) 辽 志盖上有“大辽国”字样
萧德恭妻耶律氏墓志

( 续)

90 天祚帝 天庆元年( 1111) 辽 正文有“皇辽”字样 丁洪墓志( 全)

91 天祚帝 天庆三年( 1113) 皇辽 正文有“皇辽”字样 丁文育墓志( 编)

92 天祚帝 天庆七年( 1117) 辽 题额、正文均有“大辽”字样
石经寺释迦佛舍利塔记

( 续)

93 天祚帝 天庆七年( 1117)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孟初墓志( 续)

94 天祚帝 天庆八年( 1118)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经幢记( 续)

95 天祚帝 天庆九年( 1119) 辽 题额有“大辽”字样 天王寺建舍利塔记( 续)

96 天祚帝 天庆十年( 1120) 辽 正文有“大辽”字样
郭仁孝为父母建顶幢记

( 续)

97 天祚帝 保大元年( 1121) 辽 题额有“大辽国”字样 刘 墓志( 续)

注: 另有多方无法判定时代的金石文字，虽有“辽”、“契丹”、“皇辽”等字样，兹略。

三、辽太祖改宗黄帝与辽太宗改国号之关系
关于王朝 ( 国号) 取名之蕴意，陈学霖曾总结为六点: 1 ) 有因封号以为名者; 2 ) 有因治

地以为名者; 3) 有稽之姓系以为名者; 4) 有托之前代以为名者; 5) 有夸其权力以为名者; 6)
沿袭宗教迷信以为名者。［9］2

自宇文氏以来，契丹族确立了以炎帝为祖源的传统; 至辽太祖时，则改宗黄帝。耶律阿保机
以部族军事长官成为本族可汗，进而成为皇帝。而在此称帝建国进程中，由于违背了传统的
“世选制”，不但遇到契丹八部的阻碍，也遭到辽太祖本部迭剌部的反对，斗争的结果虽然是辽
太祖全面获胜，但对契丹而言，生产力却受到很大破坏。辽太祖采纳汉族臣僚的建议，发起一场
造神运动，不但树立黄帝为契丹族祖宗，也把自己打造成契丹族的现代黄帝。这个造神运动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我们从史籍或辽代碑志看到辽宗室的爵位中都有 “漆水”字样，如
“漆水郡公”、“漆水郡王”等，即取自黄帝起于漆水之意。至于后族统一改姓萧氏，又与辽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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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刘邦，以“萧何”喻后族，后族爵位中恒有“兰陵”字样，即以萧氏郡望为爵号之名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宇文氏与拓跋氏虽皆为鲜卑族，但在族源认定上并不相同。宇文氏以 “炎帝”
为祖，拓跋氏却以“黄帝”为祖，身为宇文氏后裔的辽太祖改认黄帝为祖，不唯是出于造神运
动之需要，也有仿效拓跋氏进军中原、跻身中原政权之意，故其心中之正统国号非 “魏”莫属。
而辽太宗破晋之后，则以“辽”为国号，显然是以 “辽水”为植根之地①，这一点颇出人意料，
亦遭后人质疑。盖辽水非契丹故乡，在此之前为渤海所有，辽太祖去世前始征服渤海，将今辽东
地区收入版图。那么，辽太宗以 “辽”为国号，是出于何种正统承接理念呢? 笔者认为，是箕
子正统理念。
在《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的相关记载中，人为地将古代东北的政治、经济中心都

集中在辽阳，而这种人为的篡改是出自辽朝本意，并非是元人修志的结果。而辽朝这样篡改历
史，实际是想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传承表来。予尝撰文论之［10］，兹概述其意如下:

在历史上，很早就已经形成了“君子国”、“东夷”、“箕子”三个名词相联系的传
统。殷商之末，箕子东迁朝鲜，教化一方，遂使箕子朝鲜成为此君子国之代表。其后高
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分别继承了这份历史文化遗产，都以箕子的继承者自
居，也都被中原王朝视为海东君子国。箕子国的特征正是 《汉书·地理志》中所描述
的八条之教、礼义、田蚕、织作、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等②，这种来自传统史书的肯
定完全是作者站在中原的角度来考虑的，是一个农业文明对另一个农业文明的欣赏。
契丹是我国古代东胡族系的一个游牧民族，曾一度臣附于高句丽。这期间，契丹族懂得获得

“君子国”的声誉对成为东北地区霸主的重要性，所以，契丹建国后，也加入到争夺 “箕子国继
承者”的行列中来。契丹却不屑于以高句丽的继承者身份来承接 “君子国”的名号，因为臣附
高句丽的那段历史并非契丹族的荣光，以此来与箕子朝鲜攀附未免尴尬。故而，契丹另辟捷径，
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承继表来，强调其继承箕子朝鲜之理由是以辽东地区的政权承接，契丹灭掉

渤海，从渤海国手里得到箕子故壤，以此获得君子国的身份。
《辽史·地理志》记载了这份独一无二的箕子历史遗产传承表:

东京辽阳府，本朝鲜之地。周武王释箕子囚，去之朝鲜，因以封之。作八条之教，
尚礼义，富农桑，外户不闭，人不为盗。传四十余世。燕属真番、朝鲜，始置吏、筑
障。秦属辽东外徼。汉初，燕人满王故空地。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
浪、玄菟四郡。后汉出入青、幽二州，辽东、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汉末为公孙度所
据，传子康、孙渊，自称燕王，建元绍汉，魏灭之。晋陷高丽，后归慕容垂; 子宝，以
勾丽王安为平州牧居之。元魏太武遣使至其所居平壤城，辽东京本此。唐高宗平高丽，
于此置安东都护府; 后为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娄之东牟山。武后万岁通天中，为
契丹尽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辽水自固，武后封为震国公。传子祚荣，建都邑，自
称震王，并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中宗赐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
二世至彝震，僭号改元，拟建宫阙，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为辽东盛国。忽汗州
即故平壤城也，号中京显德府。太祖建国，攻渤海，拔忽汗城，俘其王大 ，以为东
丹王国，立太子图欲为人皇王以主之。神册四年，葺辽阳故城，以渤海、汉户建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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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1 引张汇《节要》称: “辽以辽水名国也。”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也说: “辽人以
辽水名国也。”

《资治通鉴》卷 21 亦曾总结说: “昔箕子居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为民设禁八条。”



郡，为防御州。天显三年，迁东丹国民居之，升为南京。①

由上可以看出，契丹方面列出的继承表是箕子朝鲜→卫氏朝鲜→公孙氏政权→慕容氏政权→
渤海政权→东丹国→大辽。这个继承表有很大的勉强成分，为了增加说服力，人为将箕子朝鲜、
公孙氏政权、慕容氏政权、高句丽、渤海的统治中心都说成是辽阳。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箕子
朝鲜、高句丽公认的首都在平壤，渤海的初期首都在今吉林省敦化市; 后期首都忽汗州在今黑龙
江省宁安市的渤海镇，可以说渤海五京，没有一京是在辽阳。除了公孙氏政权外，其他几个政权
的统治中心都不在辽东京辽阳府。为了将这几个政权的统治中心迁移到辽东京辽阳府，辽代的史
学家已经开始着手篡改历史，因而出现了乐浪郡首府、高句丽首都、渤海首都都在辽阳，辽东郡
治所反而迁出辽阳的笑话，至于将《新唐书·渤海传》的 “海东盛国”改为 “辽东盛国”等涂
抹更不足为奇。在辽人的墓志中也有这样的纪事内容，充分反映出此种宣传之深之广，如 《萧
袍鲁墓志》记载: “国家以殷子古墟，鲜卑别部，风俗桀骜，镇抚实难，式籍沉谋，俾遏乱略，
命公为汤河女直详稳”②。
《墓志》中的 “殷子古墟”一语颇耐人寻味，虽然 《辽史·地理志》称辽阳为箕子故国，
但辽代王郁家族有先攀附箕子、后攀附微子的事例，而微子是当时公认的辽后族的祖先。所以，
“殷子”之辞颇有内涵，这里不妨仍当“箕子”解。
当然，中原王朝肯定朝鲜、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的箕子国继承者身份，是因

其有鲜明的农业文明特征，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建国后其主要经济基础
也依然是畜牧业，当然无法获得北宋与王氏高丽的认可。可见，尽管契丹想以 “箕子国继承者”
的身份自居，但它既与北宋为敌国，复位在正北，不易为宋所承认。高句丽、新罗、王氏高丽、
李氏朝鲜的君子国正统地位都是由宗主国承认而获得的，而宋、高丽同时视契丹为北狄禽兽之
国，不承认其有“箕子余风”，使其无从获得“君子国”的美誉。当然，契丹也未曾设想如何改
造自己，使自己成为能为中原王朝———当时的北宋政权———承认的君子国。契丹之所以强烈要求
成为箕子继承者，是有其政治企求的。
契丹企图获得“君子国”名号的初衷大概有两方面: 一方面标榜自己，退可以使之成为自

己作为一方霸主的冠冕，进可以逐鹿中原，一统河山; 一方面则是出于领土上的企图，在攻打王

氏高丽时就公然以此为由，要求王氏高丽割让平壤以北地区。［10］

如果我们把目光收回到辽太宗改国号的时机，也就是破晋之时，就会认识到改国号为 “大
辽”不是针对王氏高丽的，也不是以取得东丹国地区而得名，而是针对汉人区域的一种举措，
实际上是以汉人正统自居。换言之，契丹实际上是以殷商的继承人自居，展示的是自己逐鹿中原
的抱负。从辽太宗“会同”、“大同”的年号上也可以窥见此点，“会同”、“大同”都有一统江
山、万国宾服的“天下大同”意味。从这一点来看，学者们认为辽朝改易国号与其 “一国两制”
密切相关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都没有真正认识原因而强作解人。因为河北也曾是殷人故壤③，其
以箕子继承人的身份是有资格居于此的。正如《萧旻墓志》所称: “圣元皇帝吞二辽以建极，孝
武皇帝降三晋以来庭。”［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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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辽史》卷 38《地理志二》东京道条下。
《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下》之《萧袍鲁墓志》。汤河在辽阳地区，《辽史·百官志》辽阳路诸司有“汤河详稳司，亦

曰南女直汤河司”。可见此金石文字正与《辽史·地理志·东京道》所载箕子朝鲜事相契合。
《汉书》卷 28 上《地理志上》: “巨鹿郡，秦置。属冀州。户十五万五千九百五十一，口八十二万七千一百七十七。县

二十: 巨鹿，《禹贡》大陆泽在北。纣所作沙丘台在东北七十里。”又《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
有沙丘纣淫乱余民。”



四、契丹改名 “大辽”的谋主
我们知道，辽太祖、辽太宗、辽世宗身边有一大批汉人谋主，为其建国称帝立下了汗马功

劳，也使契丹从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王国。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推知，
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王郁是辽太祖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韩延徽、王郁是辽太宗身边
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高勋则为辽世宗身边汉人智囊集团的精英。如史籍称韩延徽佐助辽太祖之
功勋云:

契丹主召延徽与语，悦之，遂以为谋主，举动访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
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契
丹威服诸国，延徽有助焉。［12］8810

这些汉族谋臣各有建树，为契丹族迅速建立封建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在契丹改国号
一事，是出自哪个谋臣? 笔者认为，是王郁父子。
首先，王郁父子具有作为谋主的身份。
炮制箕子道统表，使契丹获得逐鹿中原的资格，这种事是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契丹人做不来

的，只能是其汉人智囊集团的杰作。辽太祖去世后，韩知古、康默记大概皆为述律后所诛杀，只
有韩延徽与王郁仍在辽太宗麾下效劳。笔者从墓志上了解到，在改易国号上王郁父子是实际上的
谋主，其策略不但谋国，也有谋身的意味在内。
王郁，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之子，也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女婿。王处存为解除成德节度使赵文

礼给自己带来的威胁，让王郁投奔契丹，引导契丹南下。① 当然，这次契丹南下没有遂心如意，
史称王郁自此在契丹失势，已经丧失了谋主的资格。② 但这种说法是立不住脚的。我们知道王郁
仍是辽太祖之养子，且在辽太祖不受代一事上仍有进谏之事③，在辽太祖征服渤海的过程中立了

大功④，在辽太祖死后又获得述律后的青睐，《王裕墓志》中也称其为 “两朝贵宠”［13］62，所以，
在炮制箕子道统表上王郁作为智囊之一仍是有资格的。《辽史》及王郁子孙墓志中所载王郁官职
颇不一致，据向南所考，王郁在辽历官次第为:

初授义武军节度使，改授崇义军节度使，进授明殿左相，终任龙化州节度使。王郁
为龙化州节度时间，《太宗纪》: 天显三年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又谓
王郁子王庭鹗云: “王鹗，应即是王庭鹗。《太宗纪》: 天显十年五月 ‘癸丑，以舍利王
庭鹗为龙化州节度。’据《王郁传》载:‘太祖崩，寻加政事令，还宜州，卒。’从 《太
宗纪》: 天显三年正月‘庚午，以王郁为兴国军节度使 ( 按: 兴国军为龙化州军号) 、
中书令 ( 笔者补) 。’五年三月‘壬午，以龙化州节度使刘居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
王郁还宜州在五年三月之前，其卒年则在五年之后，此恰与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之时间

·65·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 年 第 1 期

①

②

③

④

《辽史》卷 2《太祖纪下》: “神册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丙子，上率大军入居
庸关。十二月癸丑，王郁率其众来朝，上呼郁为子，赏赉甚厚，而徙其众于潢水之南。”
见《资治通鉴》与《契丹国志》。《契丹国志》盖取材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 271: “契丹主责王郁，絷之以

归，以王郁误之入寇也。自是不听其谋。”
赵志忠《虏廷杂记》: “有韩知古、韩颎、康枚、王奏事共劝太祖不受代。”此四人《辽史》均为立传，因文字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韩颎即韩延徽，此有墓志可证。康枚，即康默记之脱误，辽代墓志中称之为“康梅棘”，王奏事，即王郁，“奏
事”为“政事令”之讹。

《辽史》卷 2《太祖纪下》: “天显元年二月庚寅，安边、鄚颉、南海、定理等府及诸道节度、刺史来朝，慰劳遣之。
以所获器币诸物赐将士。壬辰，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大赦，改元天显。以平渤海遣使报唐。甲午，复幸忽汗城，阅府库物，赐
从臣有差。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自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优加赏赉。”



相合，且知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乃仿中原制度子袭父职。又王氏在唐为强宗大族，其子
孙名字均甚讲究。处存、处直，中间皆有一 ‘处’字。处存子郜、邺，处直子都、郁，
其名部首皆从‘邑’。据《王悦墓志》记，王郁尚有一子名廷阮; 《旧五代史·王庭胤
传》记，王邺有一子名庭胤。其中间均有一 ‘庭’或 ‘廷’字。庭、廷古通用、实为
一字。此等命名正与中原汉族习惯相合，故可断定王裕之父当是王庭鹗，志作单字鹗，
实夺一‘庭’字。”［13］65

当然，王郁是作为太祖时旧臣留用的，辽太宗身边也有一群汉族文臣武将簇拥着，但从各人

表现来看，都不是此次谋划之谋主。赵延寿在平晋过程中立下过汗马功劳，他之所以如此拼命，
是因为辽太宗许诺平晋后立其为南人之主，如辽之立石敬瑭。杜重威拥兵之降，亦因辽太宗有相
同的承诺，但辽太宗后来都失信了，导致杜重威郁郁而终，赵延寿在辽太宗去世后即阴谋自立，

旋为辽世宗所囚①。武将中之赵思温亦力战有功②，然破晋后旋与赵延寿安置于中京，可见耶律
德光对其人的防范。至于辽太宗身边的汉族谋臣，亦颇有主张册立汉人王汉地者，如王郁。
其次，王郁父子具备炮制箕子道统表的条件。如下事实也表明王郁可以炮制出箕子道统

表来。
( 1) 比干墓在定州，唐太宗亲征高丽时曾祭祀过他。这是义武军节度使的地盘，经过王郁

家族长期 ( 王处存、王处直、王郜、王都) 盘踞，此中风物，当为王郁父子所熟知。
( 2) 王郁之祖先是京兆万年人，出身商贾，本非望族，系因巴结宦官而成为一方诸侯。王

氏之先祖，或推溯于王子晋 ( 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皆是) ③，或推溯于秦将王翦。王郁家族作
为一个暴发户，攀附到哪一个祖先都不足为异。但在入辽后的王郁后代墓志中，却都将祖先与殷
商联系起来。如王郁之孙王悦的墓志中述其祖源时称: “殷王子比干，为纣所害，子孙以王者之
后，因而称氏。”［13］112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比干墓在定州而做的攀附，盖王悦之先世，最初只能推溯到王宗，王宗是

以军校巴结宦官而逐渐显达的，显非名宗贵族。笔者进而推断，这种攀附是在王郁炮制出箕子道
统表后做出的，因为内地王姓子弟发达后，非攀附太原即攀附琅玡，甚少与殷商攀附的事例。正
因这种攀附，辽地王姓人家多有从其说者。如《韩绍娣墓志》云:

公本姓王氏，讳绍娣，字仁保，檀州琅耶人也。其先出自王子比干，当纣末之子孙
避难于河东，以王者之裔乃命氏焉。高曾祖三世，早坠洪勋，无能备说。昔遭离乱，今
致漂流。星散燕南，蓬飞蓟北。因偶妻于韩氏，遂依托于刘公。古琅耶今昌黎，虽上下
之郡名各异，奈五音之姓利攸同。［11］63

尤为奇怪的是，这种攀附如果和 “辽”国号直接相联系，则子孙宜长相保有此说以固幸邀
宠。但是，在王郁后代的墓志中这种姓氏由来还另有衍变。如在王郁另一个孙子王裕墓志中，则
将祖先转移到与箕子、比干共列为殷商三仁的 “微子”身上: “公讳裕，字伏贞，本素有殷之苗
裔。姬周授命封微子为王，遂因以命氏焉”［13］6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呢? 笔者认为，这种转
变是王氏家族讨好后族的一种手法。因为辽代后族都以萧何后代自居，而萧何一族则是宋的支子
衍变而来，而宋的祖先正是微子。笔者选了一则叙述此支由来较为简明全面的墓志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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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辽史·赵延寿传》及《契丹国志》的相关记载。
赵思温，《辽史》本传称“协谋静乱翊圣功臣”，其孙《赵匡禹墓志》 ( 辽代石刻文编·道宗编上) 称其为“叶谋静乱

翊圣功臣”。
辽代《王仲福墓志》 ( 辽代石刻文续编第 8 页) 即承此说，言: “其先出自姬姓，周灵王子晋以正谏被黜，时人号为王

家子孙，因命氏焉。后升仙于缑岭，今琅玡、太原皆其胤也”。



微子封宋，乐叔居萧，氏族之始也; 相国下秦，大夫师汉，门阀之宗也。大齐以肃
竹膺期，践皇帝之位; 大梁以木刃兴运，张天地之图: 传宝祚于一家，易鸿名于两汉。
青盖入洛，重南国之衣冠; 白马朝周，盛西雍之宾客。公即梁宣皇帝之元孙，明皇帝之
曾孙。大父南海王珣，入隋封梁国公。①

由这则墓志可知，萧氏这一支是非常显赫的，微子、乐叔、萧何 ( 即志中之 “相国”) 、萧
齐的建立者萧道成、萧梁的建立者萧衍等人都赫然在列。
辽代萧氏一族显贵之墓志，多直言出自兰陵萧氏，始祖自然直指微子，远祖则指汉初萧何。

在太祖去世后，王郁因为述律后青睐而获得进一步的重用，甚至担任了龙化州的最高长官，他去

世后，其子王庭鹗也担任了龙化州的最高长官。其后代为加强这种与后族的联系，将祖先由比干
转换成微子也是可以理解的。

综上所述，崛起于北方草原的契丹族，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产生了入主中原的念头。为了
取得正统地位，契丹统治者在汉族臣僚的策划下，将祖源由炎帝改为黄帝，人为地将古代东北的

政治、经济中心都集中在辽阳，炮制出一份君子国的传承表。耶律阿保机以 “箕子国继承者”
的身份自居，试图标榜自己，使之成为自己作为一方霸主的冠冕，同时也有领土上的企图。耶律
德光破晋后，契丹实际上是以殷商的继承人自居，以 “会同”、“大同”为年号，改国号为 “大
辽”。学者们认为辽朝改易国号与其 “一国两制”密切相关的见解是正确的，但都没有真正认识
原因而强作解人，以致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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